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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校园欺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NSSI）行为的高发生率越来越受到关

注。校园欺凌、经验性回避、家庭功能、NSSI行为之间密切相关，但目前国内关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庭功能在校园欺凌与经

验性回避之间的调节作用的研究证据不足。目的　探讨经验性回避在校园欺凌经历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NSSI行为之间的中

介作用以及家庭功能在校园欺凌和经验性回避之间的调节作用，以期为制定青少年抑郁症患者NSSI行为的干预策略提供参考。

方法　连续选取2024年1月—12月于潍坊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就诊的、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抑郁

症诊断标准的青少年患者（n=318）为研究对象。采用特拉华欺负受害量表（学生卷）（DBVS-S）、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

（AAQ-II）、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D）以及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定问卷（ANSAQ）中的行为问卷进行调查。采用Perason
相关分析检验各量表评分之间的相关性。运用 Process 4. 1 进行中介及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共 306 例（96. 23%）患者完

成有效问卷调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DBVS-S 评分与 ANSAQ 行为问卷评分和 AAQ-Ⅱ评分均呈正相关（r=0. 357、0. 558，
P均<0. 01），AAQ-Ⅱ评分与ANSAQ行为问卷评分呈正相关（r=0. 380，P<0. 01）；经验性回避在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校园欺凌和

NSSI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 0. 142（95% CI：0. 081~0. 204）。家庭功能在校园欺凌与经验性回避之间起调节

作用，效应值为 0. 096（95% CI：0. 042~0. 165）。结论　校园被欺凌经历可以通过经验性回避的作用路径影响青少年抑郁症患

者的NSSI行为，家庭功能在校园欺凌和经验性回避间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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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School bullying is a serious social issue.  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is a highly prevalent 

behavior among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is also becoming a great matter of concern.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oved a very close 
correlation among school bullying， experiential avoidance， family functioning， and NSSI behavior.  However，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mily functioning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and experiential avoidance in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on in China.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experiential avoida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and NSSI in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mily functioning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and experiential avoidanc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ormulating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or NSSI in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Methods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4， 318 consecutive adolescent patients fulfilling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 （DSM-5）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depression and attending the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Weifang Mental Health Center were selected.  All respondents completed the Delaware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cale-Student （DBVS-S）， 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II （AAQ-II），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FAD）， 
and Behavioral Questionnaire in the 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ANSAQ）.  Pearson correlation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variables.  SPSS Process Macro v4. 1 package program was utilized to seek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Result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306 valid respondents （96. 23%）.  In adolescent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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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VS-S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th the behavioral questionnaire score in the ANSAQ and the AAQ-II score （r=0. 357， 
0. 558， P<0. 01）.  AAQ-II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behavioral questionnaire score in the ANSAQ （r=0. 380， 
P<0. 01）.  Experiential avoidance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and NSSI in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value was 0. 142 （95% CI： 0. 081~0. 204）.  Family functioning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and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nd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value was 0. 096 （95% CI： 0. 042~0. 165）. Conclusion　
Mediation is found from school bullying to NSSI behavior through experiential avoidance in adolesc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family functioning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and experiential avoidance.

【Keywords】 School bullying； Experiential avoidance； Family functioning； Non-suicidal self-injury；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Depressive disorder

校园欺凌是指学生群体中的弱势方受到力量

较强一方持续多次的蓄意或恶意的身心攻击行

为［1］，受害者的身心都会受到严重伤害，如出现焦虑、

抑郁情绪和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行为［2-3］。NSSI行为是一种不以自杀为目的，

直接、故意、重复破坏自己身体组织的行为［4］。既往

研究显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NSSI行为的发生率高

于普通人群，校园欺凌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NSSI
行为密切相关，遭受欺凌的个体出现NSSI行为的频

率更高［5-6］，但这一现象的内在心理机制亟待深入探

讨。根据体验回避模型［7-8］，校园欺凌可能通过引发

强烈的负性情绪体验，促使个体采取经验性回避策

略，而经验性回避又进一步推动个体通过NSSI行为

缓解情绪［9］。基于此，提出本研究假设 1：经验性回

避在校园欺凌和NSSI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不是所有遭受过校园欺凌的青少年抑郁症患

者都会产生高程度的经验性回避。根据风险-缓冲

假说［10］，高水平的家庭功能可通过情感支持、问题

解决等方式缓冲压力事件的负面影响，高水平的家

庭功能可能是校园欺凌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经验

性回避影响的保护因素。但家庭功能在“校园欺凌

→经验性回避→NSSI 行为”中的调节作用尚不清

楚，尤其缺乏在青少年抑郁症群体中的实证证据。

提出本研究假设 2：家庭功能调节“校园欺凌→经验

性回避→NSSI 行为”这一中介模型的前半段路径。

本研究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探究校园

欺凌经历与 NSSI 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经验性回避

的中介作用和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以期为改善青

少年抑郁症患者的NSSI行为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连续选取 2024 年 1 月

—12 月在潍坊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就诊的青少年

抑 郁 症 患 者 为 研 究 对 象 。 根 据 公 式 n =

Z 2
α ∕ 2 × P × ( )1 - P

δ2 计算样本量。其中 n为研究所需

最小样本量；Zα/2为设定置信水平所对应的标准正态

分布分位数；P为总体率的估计值；δ为允许误差，计

算得出所需最小样本量为 246（显著性水平α=0. 05，
允许误差 δ=0. 05）。入组标准：①符合《精神障碍诊

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DSM-5）抑

郁症诊断标准；②年龄 12~18岁；③特拉华欺负受害

量 表（学 生 卷）（Delaware Bullying Victimization 
Scale-Student，DBVS-S）总评分≥13分且青少年非自

杀性自伤行为评定问卷（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ANSAQ）中的

行为问卷总评分≥1 分；④沟通理解能力良好，能完

成问卷调查。排除标准：①合并重大躯体疾病、语

言和听力障碍、智力发育障碍、严重精神障碍、器质

性精神障碍者；②伴有精神病性症状者；③有家族

遗传精神病史者；④存在酒精、毒品和药物依赖者；

⑤既往出现过躁狂或轻躁狂者；⑥曾经有自杀意念

及行为者。符合入组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共

318 例，共发放并回收问卷 318 份，其中有效问卷

30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6. 23%。所有被试及其

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潍

坊市精神卫生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审批号：

202319。
1. 2　评定工具　

采用自编问卷收集患者的基本资料，包括性

别、学习成绩、生源地、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婚姻

状况以及是否住校。

采用 DBVS-S ［11］评定遭受的校园欺凌严重程

度。该量表共 12个条目，包括言语欺负、身体欺负、

社会/关系欺负 3个维度。各条目采用 1~6分 6级评

分，总评分范围 12~72分，总评分越高表明遭受欺凌

的严重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0.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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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AAQ-Ⅱ）［12］评定经验性回避程

度。该量表共 7个条目，采用 1~7分 7级评分，部分

条目反向计分。总评分为各条目评分之和，总评分

范围 7~49分，总评分越高表明个体经验性回避程度

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 823。
采用家庭功能评定量表（Family Assessment 

Device，FAD）［13］评定家庭功能水平。该量表共 60个

条目，包括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

入、行为控制和总体功能 7个维度。采用 1~4分 4级

评分，部分条目为反向计分。总评分为各条目评分

之和，总评分范围 60~240 分。总评分 60~120 分为

家庭功能好，121~180 分为家庭功能一般，181~240
为家庭功能差。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

数为0. 857。
采用 ANSAQ［14］中的行为问卷评定青少年 NSSI

行为的发生情况。该问卷共 12个条目，分为无明显

组织损伤的自伤行为和有明显组织损伤的自伤行

为 2个维度。各条目采用 0~4分 5级评分，总评分为

各条目评分之和，总评分范围 0~48分，总评分越高

表明个体的自伤严重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 818。
1. 3　评定方法与质量控制　

由 2名精神病与精神卫生专业的研究生担任主

试，在安静的测评室进行量表评定。使用统一指导

语介绍本次调查的内容及目的，并说明保密原则。

向患者发放纸质问卷，并说明填写注意事项。问卷

填写完成后立即回收。由 2名研究质控人员检查问

卷，剔除未完整填写以及存在规律作答的问卷。

1. 4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 25. 0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

［n（%）］表示。采用D'Agostino-Pearson检验对计量

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

偏差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各量表评分之

间的相关性。运用 SPSS 25. 0 的宏程序 Process 4. 1
中的模型 4和模型 7检验中介和调节作用［15］。采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 000 次，并计算 95% CI 评估

路径系数的显著性［16］。检验水准α=0. 05。
2 结　　果  
2.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提取 20个特征值大于 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

所解释的变异量为 21. 03%，小于临界值 40%，可认

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17］。

2. 2　基本资料　

共306例（96. 23%）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完成本研

究。男生 114 例（37. 25%），女生 192 例（62. 75%）；

学习成绩优异 30 例（9. 80%），学习成绩良好 204 例

（66. 67%），学习成绩差 72例（23. 53%）；生源地为农

村132例（43. 14%），生源地为城市174例（56. 86%）；

独生子女 108 例（35. 29%），非独生子女 198 例

（64. 71%）；父母离异 60 例（19. 61%），父母未离异

246 例（80. 39%）；住校 186 例（60. 78%），不住校

120例（39. 22%）。

2. 3　各量表评分及相关分析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DBVS-S 评分为（12. 53±
10. 02）分，ANSAQ行为问卷评分为（13. 50±8. 12）分，

AAQ- Ⅱ 评 分 为（36. 27±7. 55）分 ，FAD 评 分 为

（116. 59±20. 69）分。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DBVS-S 评分与 ANSAQ 行

为问卷评分、AAQ-Ⅱ评分均呈正相关（r=0. 357、
0. 558，P 均 <0. 01），FAD 评 分 与 DBVS-S 评 分 、

ANSAQ 行为问卷评分和 AAQ-Ⅱ评分均呈正相关

（r=0. 523、0. 142、0. 429，P<0. 05 或 0. 01），AAQ-Ⅱ
评分与 ANSAQ 行为问卷评分呈正相关（r=0. 380，
P<0. 01）。

2. 4　中介效应检验　

以校园欺凌为自变量、NSSI 行为为因变量，以

学习成绩、父母婚姻状况、是否为独生子女、生源地

和性别为控制变量，分析经验性回避在校园欺凌和

NSSI行为之间的作用路径。

校园欺凌正向预测 NSSI 行为（β =0. 308，P<
0. 01）和经验性回避（β=0. 495，P<0. 01）。当校园欺

凌和经验性回避同时进入回归模型时，校园欺凌对

NSSI 行为的预测作用下降（β =0. 166，P<0. 01）。

见表1。
表1　回归分析

Table 1　Regression analysis
结果变量

NSSI行为

经验性回避

NSSI行为

预测变量

校园欺凌

校园欺凌

校园欺凌

经验性回避

R2

0. 239
0. 446
0. 285

F

13. 369a

34. 276a

14. 768a

β

0. 308
0. 495
0. 166
0. 287

t

5. 775a

10. 887a

2. 709a

4. 351a

注：NSSI，非自杀性自伤；a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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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tstrap法检验结果显示，校园欺凌对NSSI行

为的直接效应值为 0. 167（95% CI：0. 038~0. 232）。

经验性回避在校园欺凌和青少年抑郁症患者 NSSI
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 0. 142
（95% CI：0. 081~0. 204），效 应 量 为 46. 10%。

见表2。

2. 5　调节效应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校园欺凌为自变量、NSSI 行为为因变量，家

庭功能为调节变量，学习成绩、父母婚姻情况、是否

为独生子女、生源地和性别为控制变量，分析家庭

功能在校园欺凌和经验性回避之间的调节作用。

校园欺凌正向预测经验性回避（β=0. 355，P<
0. 01），家庭功能负向预测经验性回避（β=0. 575，
P<0. 01），校园欺凌与家庭功能的交互项对经验性

回避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0. 535，P<0. 01）。

家庭功能在校园欺凌与经验性回避之间起调节作

用。见表3、图1。

进一步分析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显示，在低家

庭功能水平、中等家庭功能水平、高家庭功能水平

中，校园欺凌通过经验性回避影响NSSI行为的间接

效应值分别为 0. 097（95% CI：0. 051~0. 154）、0. 064
（95% CI：0. 027~0. 111）、0. 031（95% CI：-0. 012~
0. 079）。见表 4。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在低家

庭功能水平组中，经验性回避随校园欺凌程度的增

加呈上升趋势；在高家庭功能水平组中，经验性回

避同样随校园欺凌的增加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

小于前者，家庭功能可能会削弱校园欺凌对经验性

回避的影响。见图 2。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值为

0. 096，且 95% CI不含 0，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有统计

学意义。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验性回避在校园欺凌与青

少年抑郁症患者NSSI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

设 1成立。提示校园欺凌可以通过提高青少年抑郁

症患者的经验性回避程度，增加其NSSI行为的发生

风险，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5，18-19］。体验回避模型和

关系参照理论［7-8，20］认为，经验性回避是个体为摆脱

痛苦情绪而采取的逃避行为。校园欺凌通过引发

表3　变量间的路径系数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variables
结果变量

NSSI行为

经验性回避

预测变量

校园欺凌

经验性回避

校园欺凌

家庭功能

校园欺凌×家
庭功能

整体拟合指数

R

0. 534

0. 707

R2

0. 285

0. 500

F

14. 768a

32. 787a

路径系数指标

β

0. 134
0. 180
0. 355
0. 575
0. 535

t

2. 709a

4. 351a

4. 683a

3. 613a

3. 734a

注：NSSI，非自杀性自伤；aP<0.01

注：aP<0.01，NSSI，非自杀性自伤

图1　校园欺凌和NSSI行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

Figure 1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school bullying and NSSI

表2　基于Bootstrap法的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

Table 2　Significance test of mediation effects 
based on Bootstrap method

效应类型

总效应

校园欺凌→NSSI行为

校园欺凌→经验性回避
→NSSI行为

效应值

0. 308
0. 166
0. 142

SE

0. 043
0. 050
0. 031

95% CI

0. 164~0. 334
0. 038~0. 232
0. 081~0. 204

效应量

-
53. 90%
46. 10%

表4　家庭功能不同水平时经验性回避的中介效应值

Table 4　Mediation effect values of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t different levels of family functioning

家庭功能

高家庭功能水平（M-SD）

中等家庭功能水平（M）

低家庭功能水平（M+SD）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效应值

0. 031
0. 064
0. 097
0. 096

SE

0. 023
0. 022
0. 026
0. 031

95% CI

-0. 012~0. 079
0. 027~0. 111
0. 051~0. 154
0. 042~0. 165

图2　简单斜率检验图

Figure 2　Simple slop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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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负性情绪体验，促使个体采取经验性回避策

略，而经验性回避又进一步推动个体通过NSSI行为

缓解负性情绪，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抑郁症患者的

负性思维内容通常伴随着消极的情绪体验［21］，使其

遭受欺凌后经验性回避程度增加，进而加重NSSI行
为。提示通过降低经验性回避程度可能有助于减

少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经历校园欺凌后的NSSI行为，

而接纳承诺疗法便是有效干预经验性回避的方法

之一［22］。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功能调节了校园欺凌对

NSSI行为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校园欺凌→经验

性回避），支持研究假设 2，验证了风险-缓冲假

说［23］，即高水平的家庭功能有助于缓解校园欺凌对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经验性回避的负性影响。具体

而言，遭遇校园欺凌会增加低家庭功能水平的青少

年的经验性回避程度，而高家庭功能水平可以削减

校园欺凌对青少年经验性回避影响的风险效应。

分析其原因，首先，良好的家庭功能通过为子女提

供稳定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并在家庭成员交流与沟

通和情感反应维度展现出良好的适应性，使得罹患

抑郁症的青少年能够发展出更有效的情绪调节策

略。这种保护性因素有助于他们合理处理应激事

件诱发的负性情绪，从而缓冲校园欺凌带来的消极

影响［24-25］。其次，家庭功能水平与个体积极心理品

质水平呈正相关。高家庭功能水平更可能塑造具

有心理韧性的个体，这类个体在面对校园欺凌时，

往往表现出更强的主动应对倾向。这种适应性的

问题解决模式，能够有效降低校园欺凌经由经验性

回避对心理健康产生的间接影响［26］。低家庭功能

水平往往会诱发子女的抑郁情绪，产生负性认知方

式，加重负性事件的影响，从而加重经验性回避程

度，导致NSSI行为的发生风险增加。

综上所述，经验性回避在校园欺凌和NSSI行为

之间起中介作用，家庭功能调节校园欺凌-经验性

回避-青少年抑郁症患者NSSI行为这一中介模型的

前半段路径。本研究局限性：①横断面研究，无法

推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②被试仅来源于一家医

院，样本代表性不足，研究结论的外推性受限。未

来可开展多中心的纵向研究，进一步探索校园欺凌

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NSSI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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